
 

 

基于引力模型的城市外部经济环境影响分析

周天鸿1，韩筱璞1*，李睿琪2

（1. 杭州师范大学 阿里巴巴复杂科学研究中心，杭州 311121；2. 北京化工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北京 100029）

摘要　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城市发展同时受到其内部动力学机制与城市间交互影响的驱动与制约。文章从经

济连接性角度出发，基于引力模型的理论假设来近似定义各个城市所受到的来自其他城市的影响，构建出同城市自身经济没

有直接关系的指标——“外部影响场强”来刻画影响城市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一个城市所受的外部影响总场强 F和该场强

来源分布的 Zipf指数 α强烈正相关于该城市自身的经济规模，而城市经济总量的增长中超过 50%比例可以被 F和 α的变化

所描述，揭示出城市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强烈影响。通过分析 F和 α等指标的空间自相关性及其变化趋

势，观察到不同层级的城市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变化趋势呈现显著的异质性，高层级城市趋向增强，而低层级城市趋于减

弱；对比不同行政区的城市在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变化趋势上的差异，发现人口较少、经济体量较小的行政区往往更倾向于集

中发展少数城市。以上结果显示出，外部影响场强作为一个同城市自身经济无直接关系的指标，能够有效分离城市发展中所

受到的内外部影响，深化对城市自身发展与其他城市的经济互动之间的关系的认知。

关键词　城市发展；引力模型；外部影响场强；空间自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　N9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2178/1001-0548.2023022

Influence Analysis of Urban External Economic Environmental
Based on Gravity Model

ZHOU Tianhong1, HAN Xiaopu1*, and LI Ruiqi2

(1. Alibaba Research Center for Complexity Scienc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2. Colleg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key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is driven by city’s own factors
and  the  interaction  among  cities.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connectivity  and  based  on  the
hypothesis of the gravity model, an indicator f naming “the intensity of the external influence field” is constructed
as a metric of the influence of each city from the other cities. For each city, the total value F of its f, as well as the
Zipf’s exponent α of the distribution of f, is strong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city’s economy size, and more
than  50% on  the  variation  of  city’s  economy  can  be  described  by  the  changes  of F  and α,  revealing  the  strong
impact  of  city’s  exter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ty’s  economy.  Furthermore,  from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se  external  influence  field  indicators,  we  observed  the  remarkable
heterogeneity on the trend of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s of cities at different levels, namely, the high-level cities
tend  to  strengthen  their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s  but  the  lower-level  cities  tend  to  weaken  the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s.  By  comparing  the  variation  trend  of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s  of  cities  in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t is found that administrative regions with small population and small economic size tend to
concentrate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few citie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s  the indicators  without  any direct
relationship  to  city’s  own economy, F  and α  can  efficiently  separate  the  external  economic  influences  and other
influences on city to dig out the hidden patterns in city development, which is helpful in min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action of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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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城市化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特征之一，大

部分人口和各类经济民生资源高度集中于城市[1-2]。

作为区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推

进着社会生产与创新[3-5]。通过定量的手段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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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这一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有效地解释城市的

结构、预测城市的发展，一直是被研究者所广泛关

注的研究主题[6-9]。当前，人们已经认知到城市系统

所具有的一系列普遍性规律。如人们观察到城市系

统存在等级分布特性，即城市规模分布满足 Zipf
定律[10-14]；发现城市内部广泛存在尺度缩放特性[15-21]，

即城市的各类要素同其规模之间呈现超线性或亚线

性关系，对理解城市的各种统计特征与功能，包括

经济产出[22]、人口发展[23]、犯罪控制[6]、创新聚集[24]

等，具有重要作用。

城市的发展并非是孤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

持续的互动并对彼此造成深刻的影响。这种互动

会给不同规模或定位的城市带来差异性的发展效

益[25-28]。如各类产业的扩散往往广泛发生在邻近区

域之间 [29]；先进技术和产业往往首先集中在大城

市然后逐步溢出到小城市[30-31]，大城市的发展会在

一定程度上带动周边小城市的升级，并在城市之

间的经济、人口的互动中也可以观察到尺度缩放

特性 [22]。研究者从多个研究视角出发通过实证和

模型等手段广泛研究了城市之间的发展互动。部

分研究从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出

发[32-33]，把城市视作提供各类服务的“中心”来讨

论城市之间产业分工的形成与城市规模等级分布

的形成机制 [34-35]，分析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36]，

识别城市群和城市影响区域等[37-38]。更广泛的研究

则直接从城市之间的空间交互强度出发，通过实

际数据或理论假设来构建城市之间的交互强度信

息或交互结构网络[20, 39-42]。其中，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是描述城市之间交互强度的代表性理论

之一[40, 43]，它认为两座城市之间的交互强度正比于

这两座城市的规模量（如经济体量、人口体量等）

的乘积，而平方反比于它们之间的地理距离[44-47]，

类似于万有引力定律。它在研究城市之间的交

通 [48-49]、人口流动 [50-51]、贸易联系 [52-53] 等方面广受

关注，被广泛用于预测国家或城市间贸易量、人

流量、公路车流量、航空客流量等[54-58]，是研究城

市之间的空间交互的重要理论模型。

以往关于城市发展的研究，采用的城市指标往

往是直接反映城市自身的各项特征，并不能对城市

受到的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影响进行直接区分。这给

讨论城市发展的驱动力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本文基

于实际的城市经济、人口与地理数据[59-60]，提出一

个仅仅依赖于城市自身的地理位置而同自身经济指

标无直接关系的指标——外部影响场强，来描述一

个城市所受到的来自其他城市的经济环境影响，并

以此来分离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外部影响因素。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

本文采集到我国 332个地级行政区和 4个直辖

市的相关数据。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来自各省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统计年鉴；人口

数据来自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地理

坐标来自高德地图开放平台。为便于统计分析，将

每一地级行政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全部视作其中心城

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考虑到价格变动影响，为使不

同年份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具有可比性，以

2020年为基期，根据历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可比价

格指数，将 2010—2019年各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

数值换算为按 2020年可比价格的数值。

个别地级行政区在 2010—2020年间出现过行

政区划调整，如合肥市、芜湖市、马鞍山市、济南

市。以 2020年的行政区划为基准，对这些城市在

区划调整前各年份的经济、人口指标根据调整所涉

及的县区经济数据进行修复。以合肥市为例，它

在 2011年并入了原属巢湖市的居巢区和庐江县，

为了获得合肥市 2010年的经济与人口数据，将该

年度居巢区和庐江县的人口和地区生产总值纳入合

肥市来进行计算。

 1.2　外部影响场强指标的构建

要构建一个可以直接反映城市所受到的外部经

济影响且不直接依赖于城市自身经济指标的指标，

一个直观的思路是，将所考察的城市视作位于其他

城市所施加的“影响场”中，即能够从城市间交互

强度的关系式中完全消除掉其中一方城市的指标，

使其表述为由另一方城市引发的“影响场”的形

式。在各类城市交互模型中，几乎所有的基于个体

选择的模型，包括辐射模型[46]、人口加权机会模型[61]、

机会优先选择模型[62]、交互城市选择模型[63] 等，其

基础假设均直接依赖于目标城市的经济指标，宏观

交互强度关系难以简单改写为外部影响场的形式。

因此，本文选择天然有着“影响场”形式且已经得

到广泛应用的引力模型作为构建外部经济影响指标

的基础。

根据引力模型，两个城市之间的交互强度近似

正比于这两个城市的某个规模量（如人口、经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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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等）幂次的乘积，而反比于它们之间的地理距离

的幂次。以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规模量为例，

根据引力模型，两个城市（如城市 i与城市 j）之

间的经济交互强度 Eij 近似为：

Ei j ∝
Gb

i Gc
j

da
i j

i , j (1)

式中，Gi 和 Gj 分别表示城市 i和 j的地区生产总

值；dij 为城市 i到城市 j之间的地理距离；指数

a、b、c为引力模型的 3个控制参数。由于尚未引

入地形及交通系统的影响，因此直接采用城市 i到
城市 j之间的地球大圆距离作为 dij 的取值。对于

参数 a、b、c，通常需要对实际交互强度数据进行

回归分析来获得其取值，但在本文研究中，由于所

讨论的城市间相互影响涉及范围广泛，少数类型的

交互流量难以准确反映，难以通过实际数据进行确

定。因此，本文不得不先验性地设置参数 a、b、
c。同样出于将 Eij 转换为“影响场”形式的考虑，

且假设城市之间的交互是对称的（即 Eij = Eji），

因此设置参数b = c = 1。对于参数 a，实证研究指

出，不同交互类型、不同地区其 a值有所差异，如

地铁客流量为 1.94[48]，公交客流量为 1.91[64]，短距

离移民流动量为 2.21[50]，城市间通信交互近似为

2[44]，在线社交平台 Facebook上的交互平均为

1.98[65]，地区间进出口贸易为 2.42[66] 等，其值整体

上集中在 2附近。同时，也有众多研究直接使用

了 a = 2的先验性假设[44, 49, 67]。综合以上考虑，本

文也先验地采用了 a = 2这一假设，即定义两城经

济交互强度为：

Ei j =
GiG j

d2
i j

i , j (2)

根据式 (2)，城市 i处在一个由城市 j所激发的

影响场之中，所受场强 fij 可以定义为：

fi j =
G j

d2
i j

i , j (3)

场强 fij 所描述的是城市 i的每单位地区生产总

值所受到的源自城市 j的经济影响强度。注意，除

了城市 i与城市 j的相对地理位置，场强 fij 与城市

i自身的经济指标无任何直接关系，仅仅反映它所

受到的来源于城市 j的外部经济影响，下文 fij 为城

市 i所受到的源自城市 j的“外部影响场强”。另

外，f具有量纲，要对不同城市的 f进行比较就必

须首先统一单位且保证其地区生产总值的可比较

性。本文中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地理距离的单位

分别采用“亿元”和“千米”，f的单位统一采用

“亿元/千米2”，由于统计范围仅限于中国大陆的

城市且采用可比价格指数换算不同年份的地区生产

总值，保证了不同年份不同城市的 f的可比较性。

城市 i所受到的源自其他所有城市的外部影响

场的总强度则是全国各个城市对城市 i的外部影响

场的加总：

Fi =
∑

j

fi ji , j (4)

下文中称该总强度 Fi 为城市 i所受到的“外部

影响总场强”，其量纲与 f相同。显然，Fi 也与城

市 i的任何城市经济指标都没有直接关系。统计显

示，F较高的城市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

区和大型城市群所在区域。

对城市 i所受到的源自其他各个城市的外部影

响场强 f进行由高到低排序，观察 f的位序分布形

态。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 15个城市所受到

的 f的位序分布曲线如图 1所示，其横轴为位序

R的对数，两条虚线分别指示斜率−1和−2。对于

大部分城市，f的位序分布曲线除了曲线尾部有明

显下垂，在前部大部分区域各个源头的场强 f与该

源头的位序序号 R之间呈现趋近于幂律 f ∝ R−α 的
关系。在双对数坐标下对各城市的 f的位序分布前

部 90%区间范围内（对应次序 R的范围为 1～
187）的数据进行线性拟合，所得的拟合斜率即为

该指数 α，它大部分处于 1.0～2.0之间。指数 α所

表征的是该城市所受外部影响场强来源的异质性程

度，它越高说明该城市所受外部影响来源的异质性

越强，即其外部影响来源趋向于集中在个别城市。

同 F的地理分布特征类似，α较高的城市也大多集

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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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 15个城市的 f的位序分布 

 
F和 α分别从整体强度和来源结构上描述了每

个城市所受到的外部经济环境影响，是本文的统计

分析所用的两个关键指标。

 2　分析结果

 2.1　城市近邻程度对外部影响场强的贡献分析

RD
i j

RD
1 RD

1 RD
2 RD

N−1

RD
N RD

N

f D

首先进一步讨论各城市的 F值的来源结构。

根据外部影响场强的定义，一个城市的 F值水平

主要来自于其近邻城市的贡献。为了分析不同近

邻程度的城市对各城市的 F值的贡献及影响，本

文采用距离位序来作为城市近邻程度的测度。这

里距离位序指的是，对一个城市（如城市 i）而

言，把全部其他城市按照相对城市 i的地理距离

以由近及远的顺序进行排序，各城市（如城市 j）
所对应排序序号（如城市 j的排序序号为 ）就

是其距离位序。把整个距离位序空间（序号从

1～335）分割为 N个（1 < N < 335）互不重叠的

区间单元： [1,  ]， [ +  1,  ]， ···， [ +  1,
]（其中  = 335）。然后，分别对每个城市

（如城市 i），在其每一个位序区间，计算距离位

序在该区间内的近邻城市对它造成的外部影响场

强之和 ，其计算公式为：

f D
i,RD

n
=

RD
n∑

k=RD
n−1+1

fik (5)

RD
n−1 RD

n

f D f D

RD
n RD

n

式中，k表示距离位序为 k的城市，n(1 ≤ n ≤
N)表示第 n个区间单元。然后对每一位序区间单

元（如区间单元 [ + 1,  ]），计算各个城市在

该单元的 值的对数 log( )同其 F值的对数 log(F)
的相关性系数 rD( )。该相关性系数 rD( )所表征

的就是来自距离位序在该区间单元内的近邻城市所

造成的外部影响场强对 F值的总体影响倾向性，其

正值水平越高说明来自该区间单元内城市的外部影

响与 F值的总体分布越一致，对 F值的贡献越趋

向于正向。

rD
P rD

τ

本文采用了两种相关性系数来计算 rD：Pearson
相关性系数 和 Kendall’s tau相关性系数 。2010
年和 2020年两个年份的 rD 随位序区间末尾序号的

变化曲线如图 2所示。图中每一个距离位序区间

单元的宽度在 RD ≤ 20的区域为 5，在 20 <RD ≤
300的区域为 10，RD  >  300的区域分别为 15和
20。两种相关性系数所呈现的变化趋势基本一

致：随距离位序的增加，在距离位序小于 20的区

域内，rD 迅速下降；而在距离位序 20～160的区

域内，rD 的变化相对缓慢，维持在一个中等水

平；在距离位序超过 160的区域，rD 再度快速下

降直至在距离位序超过 270后呈现出弱负相关。

这种变化趋势说明，来自各个城市的最近邻城市

的外部影响场强基本决定了 F值的整体分布特

征；中等距离的城市也对 F值的整体分布有一定

贡献；而较远城市的影响则可能对 F值的整体分

布带来微弱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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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外部影响指标的基本相关关系特性

尽管一个城市的外部影响总场强 F和其来源

分布的拟合指数 α在定义上不依赖于城市自身的

任何经济指标，但是，考虑到沿海发达地区的城

市往往有着较高的 F和 α，说明它们同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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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密切关系。同时，F和 α之间的高度相似

的地理分布也说明它们之间也非完全独立，有着

较强的相关性。

首先观察 F和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 G的关

系。考虑到各个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和 F值存在强

烈的异质性，为便于不同年份之间的比较，根据每

一年份各个城市的 F的对数值 logF和城市的地区

生产总值的对数值 logG，分别取它们的 z分数 (z-
score)作为其标准化值。以 logF为例，其 z分数为：

(log Fi)∗ =
log Fi−

⟨
log F

⟩
slog F

(6)

式中，⟨logF⟩为该年份对全部城市的 logF的均值；

slogF 为该年份 logF的标准差。本文中各城市指标

和各一级行政区指标的标准化计算均采用 z分数。

2010年、2015年和 2020年各个城市在 logF*-
logG*空间中的位置关系如图 3a所示。图 3中
2010年、2015年和 2020年的数据点分别用圆圈、

小圆点和星表示，同一城市的数据点用浅灰色线连

接。深灰色点划线和灰色实线分别为 2010年和

2020年的拟合线。3个年份的关系均呈现显著的正

相关（2010年、2015年和 2020年 Pearson相关性

系数分别为 0.632、0.624和 0.619，显著性 P值均

小于 1.0×10−5），即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往往也受

到较为强烈的外部影响。经过标准化后，各个城市

在不同年份的数据点位置虽然有所移动，但数据点

的散布基本相同，说明 F和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的

关系特性在这 10年中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外部影响场强来源分布的拟合指数 α也显示出

和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的强烈相关。由于各个城市

的 α值的异质性较弱，因此用 α的原始值换算为

z分数作为其标准化值 α*。图 3b展示了 2010年、

2015年和 2020年 3个年份中标准化后的各个城市

的 α*值与 logG*的关系，其 Pearson相关性系数分

别为 0.643，0.629和 0.626（显著性 P值均小于

1.0×10−5），说明经济总量较高的城市其所受外部

影响来源有着更强的异质性，集中在少数排名靠前

的影响来源上。

各城市的外部影响总场强 F和其拟合指数 α

之间的相关性如图 3c所示。2010年、2015年和

2020年，logF和 α的 Pearson相关性系数分别高

达 0.834、0.832和 0.834（显著性 P值均小于 1.0×
10−5），显示出 F和 α之间的高度相关。

为了挖掘以上这些强烈的相关性的来源，考虑

到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的异质性特征和城市地理分

布的不均匀性，本文依次对其进行随机化[68]，构建

了 3个零模型来和真实数据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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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城市在 2010年、2015年和 2020年的 logG*、

logF*和 α*两两之间的相关性 

 

一阶 A零模型：保留每个城市的真实地理位

置信息，仅把每一个城市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同另

一个随机选取的城市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进行互

换。这种随机交换排除了各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在

地理分布上的不均匀性造成的影响。

一阶 B零模型：仍然采用城市的实际地理位

置信息，但是把每个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设定为

1。相比一阶 A零模型，该模型仍然保留了城市地

理位置影响，但彻底抹除了各城市在地区生产总值

数量上的异质性。

二阶零模型：在边长为 1.0×1.0的平面正方形

空间内，取随机的位置放置城市，每个城市的地区

生产总值固定为 1，共布撒 336个城市。相比一阶B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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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城市的地理位置分布的异质性也被消除。

计算各个零模型中各城市的外部影响总场强

F和其拟合指数 α，并计算 logG、logF、α三者之

间的 Pearson相关性系数 r，并同实际相关性值进

行比较。由于一阶 B零模型和二阶零模型中城市

的地区生产总值均被置为 1，因此涉及 logG的相

关性仅进行一阶 A零模型的比较。考虑到一阶

A零模型和三阶零模型为随机性模型，对这两个零

模型重复进行独立构建（均独立重复 105 次），计

算每一次构建所得到的各个城市的 F和 α，以及各

组 Pearson相关性系数，并对独立重复构建零模型

得到的各组 Pearson相关性系数进行统计，得到其

概率密度分布及均值。

一阶 A零模型所得的 logF同 logG相关性与

α同 logG的相关性分别如图 4a和图 4b所示，图

中黑色粗实线指示相关性的实际值，深灰色区域为

一阶 A零模型的相关性系数的概率密度分布，一

阶 A零模型的 Pearson相关性系数的均值用灰色细

实线表示并以〈rIA〉标出。经过对城市的地区生产总

值的随机交换之后，这两种相关性的均值趋近于

0，远远低于实际相关性值，说明城市的地区生产

总值的异质性空间分布是导致 logF和 α均呈现同

logG的强烈相关的主要原因。

3个零模型所得 logF和 α的 Pearson相关性系

数 r与实际相关性系数值的比较结果如图 4c所
示。图中黑色粗实线指示相关性的实际值，深灰色

和浅灰色区域分别为一阶 A零模型和二阶零模型

的相关性系数的概率密度分布，一阶 A零模型、

一阶 B零模型和二阶零模型的 Pearson相关性系数

的均值分别以〈rIA〉、rIB 和〈rII〉标出。其中，一阶

A零模型所得 r的均值〈rI〉为 0.669，已经明显小于实

际值，所得 r的分布中，r大于真实值的概率仅为 6.2×
10−4，说明一阶 A零模型所得 r和真实值之间的差

异是显著的，意味着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空间分布

上的异质性已经影响到了 F和 α之间的强相关性

的形成。一阶 B零模型所得相关性系数 rII 为
0.633，相比一阶 A零模型所得〈rI〉值进一步减少，

反映出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在数量上的异质性对

F和 α之间的强相关性的贡献。二阶零模型 r的均

值 〈rIII〉为 0.487，已经远远小于实际值。综合以

上，可以看出，驱动 logF和 α之间的强相关性形

成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空间分布

上的异质性和城市地理分布上的异质性，而各个城

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在数量上的异质性也有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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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个零模型所得相关性与实际值的比较
 

 

 2.3　城市经济增长与外部环境影响变动的关系

城市经济的增长可以归结为内部发展与外部

经济环境变化共同驱动的结果。为了区分城市内

外部影响对城市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首先观察

从 2010—2020年间，各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

F和 α的变化量之间的关系。为了排除全国经济

增长总体趋势的影响，采取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与外

部影响总场强 F的对数值的标准化值 (logG)*和
(logF)*，以及 α值的标准化值 α*来计算其年均变

化量。(logG)*、(logF)*和 α*相应的年均变化量分别

用〈vG*〉、〈vF*〉和〈vα*〉表示，它们的计算公式分别

为： 〈vG*〉 =  ((logG)*|2020  –  (logG)*|2010)/10， 〈vF*〉 =
((logF)*|2020  –  (logF)*|2010)/10， 〈vα*〉 =  (α*|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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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2010)/10。这里，〈vG*〉表示城市经济规模在排除

整体经济增长趋势之后的相对变化，〈vF*〉反映了

城市所受外部影响总强度相对全国平均水平的变

化，〈vα*〉则描述了城市所受外部影响的来源结构

的相对变化。

如图 5a和图 5b所示，〈vG*〉与〈vF*〉、〈vα*〉之间

均呈现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图中虚线为线性回归所

得拟合直线），反映了外部环境影响的变化同城市

经济发展之间的联动，即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城

市，往往有着相对增强的外部影响场强，以及相对

扩大的外部影响来源异质性。考虑到〈vF*〉和〈vα*〉高
度相关（图 5a的插入图），采用适用于处理存在

多重共线性条件下的岭回归方法（Ridge Regression）
来对其进行分析，所得回归方程为：

⟨vG∗⟩ = 1.040 ⟨vF∗⟩+0.272 ⟨vα∗⟩ (7)

其决定系数 R2 为 0.515，说明在这 10年间，

排除整体的经济增长趋势，城市之间经济规模的相

对增长中超过 50%的比例可以被城市外部经济环

境的变化（外部影响总强度变化〈vF*〉和外部影响来

源结构变化〈vα*〉）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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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类似方法相应地观察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的变动和城市人口的变动同外部经济环境影响变动

的关系。采用各个城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数据和

人口数据，同样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标准化时采用

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原始值和人口的对数值），

计算从 2010—2020年间各个城市的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的标准化值年均变动量 〈vg*〉 =  (g*|2020  –
g*|2010)/10和人口的标准化值年均变动量 〈vp*〉 =
((logp)*|2020 – (logp)*|2010)/10，此处 g*为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的标准化值，(logp)*为城市人口 p的对数标

准化值。如图 5c和图 5d所示，〈vg*〉与〈vF*〉、〈vα*〉
的 Pearson相关性系数分别为 0.504和 0.536；其岭

回归分析所得回归方程为 〈vg*〉 =  1.340〈vF*〉 +
2.138〈vα*〉，其决定系数 R2 为 0.294。而〈vp*〉与〈vF*〉、
〈vα*〉的相关关系如图 5e和图 5f所示，其 Pearson
相关性系数分别为 0.303和 0.311；岭回归分析所

得回归方程为〈vp*〉 = 0.011 + 0.214〈vF*〉 + 0.290〈vα*〉，
其决定系数 R2 为 0.098。显然，相比城市人口的变

动，城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动可以更好地被

外部经济环境影响变动所解释。

f M f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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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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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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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把城市常住人口 M作为城市

规模量，在式 (3)中把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简单替

换为城市常住人口 M，采用完全相同的方法，同样

可以定义出基于城市常住人口的外部人口影响场强

、外部人口影响总场强 FM 和 次序分布的相应

拟合指数 αM。进一步采用同样方法可以计算出

log(FM)和 αM 的标准化值的年均变化量： 〈 〉 =
(log(FM)*|2020  –  log(FM)*|2010)/10， 〈 〉 =  (αM*|2020  –
αM*|2010)/10。分析发现，对于城市常住人口的变动

〈vp*〉，〈 〉和〈 〉提供了比外部经济环境影响更好

的解释性，它们同〈vp*〉的 Pearson相关性系数分别

为 0.388和 0.527。岭回归分析所得回归方程为〈vp*〉
= −0.010〈 〉 + 0.816〈 〉，其决定系数 R2 为 0.274，
大大超过基于外部经济环境影响指标所得结果，说

明外部人口环境影响的变化对城市常住人口的变化

有着更好的解释性。同时，与外部经济环境影响的

情况不同，〈vp*〉受到 αM 的变动〈 〉的影响更为强

烈，超过了来自〈 〉的影响，说明比起近邻城市人

口总量的变化，近邻城市人口分布特征的变化同城

市人口变化的关系更为强烈。换句话说，近邻城市

人口分布异质性的增强有利于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长。

 2.4　城市的非外部影响增长能力分析

以上分析已经区分出了外部经济环境因素对城

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式 (7)实际上给出了当一个城

市所受的外部环境影响确定时，其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率的期望水平。该城市非外部环境因素对其经济

增长的影响强弱可以用其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同该期望水平的差异 ξ来测度：

ξ = ⟨vG∗⟩– ⟨vG∗⟩E = ⟨vG∗⟩–(1.040 ⟨vF∗⟩+0.272 ⟨vα∗⟩)
(8)

式中，〈vG*〉E 为根据式 (7)（回归方程）所描述的

(logG)*年均变化量〈vG*〉的期望水平。下文中，该差

异 ξ被称为城市在 2010—2020年间的“非外部影

响增长能力”，它越高说明城市的实际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中源自非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贡献越大。

图 6a和图 6b展示了每个一级行政区的各城市

的 ξ值及其箱线图。图中箱线左侧圆圈表示各一级

行政区内各城市的 ξ值，每个箱线的 5条短线从上

到下依次指示该级行政区内 90%、75%、50%、

25%、10%位数，箱线内部的深灰色实点指示了该

级行政区内各城市的 ξ值的均值，箱线上方和下方

的星号数量分别表示该地区的 ξ的均值高于或低于

全国平均值（由水平虚线指示）的显著性水平，

1个、2个、3个和 4个星号分别表示其 P值小于

0.05、 0.01、 0.001和 0.000 1。其中，重庆、贵

州、西藏、河北、云南、宁夏、江西、内蒙古等地

的均值显著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上海、北京、天

津、四川、湖北、山西、浙江、辽宁则显著低于全

国均值。

各一级行政区的城市 ξ值的均值〈ξ〉与其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对数标准化值在该期间（从 2010—2020
年）的均值〈log(GPC)*〉的关系如图 6c所示（图中虚

线为线性回归所得拟合直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Pearson相关性系数为−0.510），说明经济发达

地区其非外部影响增长能力反而较弱。考虑到转移

支付是平衡各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有必要对转

移支付水平同非外部影响增长能力的关系进行挖

掘。此处使用一个地区的转移支付同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值 ρT = T/G（T为该地区当年的转移支付总

值，G为该地区当年的地区生产总值，T和 G单位

均为亿元）来作为该地区转移支付水平的测度。如图 6d
所示（图中虚线为线性回归所得拟合直线），各一

级行政区在该期间各年度的 ρT 的对数均值〈log(ρT)〉，
显著地呈现出同〈ξ〉的正相关关系，其 Pearson相关

性系数为 0.489。然而，由于〈log(GPC)*〉和〈log(ρT)〉
在排除对方影响后与〈ξ〉的偏相关关系均不显著

（偏相关系数分别为−0.217和 0.139，显著性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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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0.250和 0.464），因此该结果尚无法确定

究竟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较低的地区存在增进其增

长能力的自然机制，还是转移支付影响到了各地的

非外部影响增长能力。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发达地

区的非外部影响增长能力较弱也可能说明，这些地

区的经济增长更多地被不同城市之间的协同所驱

动——对此基于外部影响场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提供了更多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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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华北、东北、华东各一级行政区的 ξ 的分布箱线图

b. 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各一级行政区的 ξ 的分布箱线图

c. 各一级行政区的 〈ξ〉 与
其 〈log(GPC)*〉 的关系

d. 各一级行政区的 〈ξ〉 与
其 〈log(ρT)〉 的关系

⟨ξ⟩ ⟨
log(GPC)∗

⟩ ⟨
log(ρT )

⟩图 6    各一级行政区在 2010年—2020年间 ξ的分布箱线

图，以及各一级行政区的 与其 和 的

关系
 

 

 2.5　城市外部影响场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及其变化

趋势分析

图 6已经显示出，城市地理分布及地区生产总

值空间分布上的异质性深刻影响到了城市的地区生

产总值、F值和 α值三者之间的强相关性的形成，

说明城市之间广泛存在的空间关联。进一步通过分

析这些指标上的空间自相关性来挖掘其空间结构特

征。由于不同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和 F值本身有着

较高的异质性，采用其对数值 logG和 logF来计算

它们的空间自相关性，对于 α则直接采用其值进行

计算。所用空间自相关性指标为莫兰指数 (Moran’s
I)[69-71]，包括其全域指标 I和局域指标 ILocal。以 α为

例，其 I和 ILocal 具体计算方法分别如下：

I =

n∑
i=1

n∑
j=1

wi jxix j

n∑
i=1

n∑
j=1

wi j

(9)

ILocali = xi

n∑
j=1

wi jx j (10)

式中，n为总城市数；xi 和 xj 分别表示 i和 j两个

城市的指标（此处为 α值）的 z分数标准化值；

wij 是城市 i和城市 j之间的空间权重，对于城市 i
的最近邻的 k个城市 wij =1/k，其他城市 wij = 0；
这里 k固定为 7。莫兰指数的正负分别说明 α值相

近和相异的城市之间的相互聚集。

2020年 logF和 α的全域莫兰指数分别为 IF =
0.825，Iα = 0.916，均显著高于 logG的全域莫兰指

数 (IG = 0.499)，显示出在全国层面上城市所受的外

部影响场强存在比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更高程度的

地域聚集现象。

ILocal
G ILocal

F ILocal
α

ILocal
F

ILocal
G

ILocal
α

采用指标 logG、logF和 α计算了每个城市的

局域莫兰指数 、 和 ，来测度各城市邻

近区域的局域空间自相关性。图 7展示了这些分析

结果，图中同一城市的数据点由浅灰色线连接，

2010年和 2020年的拟合曲线分别由灰色实线

和黑色虚线表示。图 7a的主图呈现了 2010年和

2020年各城市的 同其标准化值 (logF)*之间趋

近于抛物线的“U”形关系，拟合所得函数分别为

y = 0.723x2 – 0.032x + 0.107和 y = 0.714x2 – 0.023x +
0.110。图 7a插入图展示出 同 (logG)*的关系

也呈现相似的“U”形趋势。这里之所以使用

logF和 logG的标准化值同样是为了排除整体的增

长趋势来方便进行不同年份的比较。 同 α关系

也同样呈现“U”形，其 2010年和 2020年的拟合

函数分别为 y = 15.567x2 − 37.789x + 22.949和 y =
15.864x2 − 38.439x + 23.295，且各数据点相比图 7a
更加趋近于拟合曲线，如图 7b所示。

ILocal
G

图 7中各个城市的变动轨迹大多接近拟合所得

的抛物线方向，说明不同层级的城市其局域空间自

相关性同其相应指标的相对变化可能有着相反的趋

势。因此计算了各个城市的局域莫兰指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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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从 2010 —2020年 的 年 均 变 化 量

〈 〉、〈 〉和〈 〉。我们注意到，有着较

高 的 log(G)、 log(F)或 α的 城 市 ， 其 〈 〉、
〈 〉、〈 〉与相应年均变化量 (〈vG*〉、〈vF*〉和
〈vα*〉)的关系与这些指标较低的城市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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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0年和 2020年各城市在局域莫兰指数 、

与同其自身的 log(F)*和 α的构成空间中的位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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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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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δILocal

α

为了深入挖掘这种趋势，分别按照 logG、
logF以及 α值以从高到低顺序对各城市进行排

序，并对这些序列的前后段进行分割。对所分析的

各类关系（包括 〈 〉和 〈vG*〉， 〈 〉和 〈vF*〉，
〈 〉和〈vα*〉），以〈 〉和〈vα*〉之间的关系为

例，分割方法如下。

δILocal
α

rmax
T

首先定义两个城市集合，分别用 VF 和 VL 表
示。在初始状态，集合 VF 内仅包含从序列的第 1
到第 9的城市，第 10及之后的城市均在 VL 内。然

后按照序列以从前到后的顺序，从 VL 中依次拿出

1个城市转移至 VF 内。每转移 1个城市（如序列

次序为第 i的城市），就分别计算集合 VF 和 VL 内
各城市的 〈 〉和 〈vα*〉的 Pearson相关性系数

rF(i)和 rL(i)， 以 及 它 们 的 绝 对 值 之 和 rT(i)  =
|rF(i)|  + |rL(i)|，直到 VL 内的城市总数剩下 10个。

然后把函数 rT(i)的最大值 所对应的次序 imax 作
为分割点，将序列分割为前后两段，再分别对其前

后段采用以上方法进行分割，最终将整个序列分割

为 4段。注意，在分析不同的关系时，因为所对应

的城市序列次序不同，各段的分割点也有差异。

δILocal
G

δILocal
F δILocal

α

图 8展示了从 2010—2020年期间的〈 〉与
〈vG*〉、〈 〉与〈vF*〉、〈 〉与〈vα*〉3种关系在相

应序列的各个分段中的散点分布，图中不同类型的

数据点分别表示 2020年各城市的 logG、 logF和

α值，虚线为拟合直线。对于排序靠前的城市，这

3种关系均呈现强烈的正相关，最前段的回归曲线

斜率大大高于次前段。而对于排序靠后的城市，这

些关系均为负相关，而且其回归曲线斜率的绝对值

是次后段小于最末段。这些现象显示出，随着城市

次序的增加，即随着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规模、

F值和 α值的下降，这些指标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性

同其自身变化量的相关性逐渐从强烈正相关转变为

强烈负相关，确认了这种相反趋势的存在，显示头

部城市（具有高地区生产总值、高 F值、高 α

值）和尾部城市（具有低地区生产总值、低 F值、

低 α值）在同其周边城市的发展协同方面有着不同

的形态：头部城市各指标的局域空间自相关性趋向

于随这些指标的变动而增强，说明它们之中同其周

边城市的空间聚集更为强烈者往往发展更快；而尾

部城市则反之，自身发展较快者同周边城市发展的

关联却愈加分散。结合前文所发现的“经济发达地

区非外部影响增长能力较弱”现象，该结果也为

“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发展更多由城市之间的协同

所驱动”这一猜测提供了支撑。

根据图 7还可以定义出每个城市的轨迹方向相

对拟合曲线方向的偏离角度：

∆θ = tan−1
(
∆yc

∆xc

)
− tan−1

(
∆y2010+∆y2020

2∆xc

)
(11)

式中，等号右方前项为实际方向，后项为综合

2010年和 2020年两个年份的拟合线所得的平均方

向；Δxc 和 Δyc 分别为一个城市的实际数据点在该

空间内横纵坐标的变化；Δy2010 和 Δy2020 分别为根

据该城市的横坐标在 2010年拟合曲线上和 2020年
拟合曲线上相应的纵坐标的变化。

ILocal
F

ILocal
α

分别计算了各一级行政区的城市在 -
(logF)*空间和 -α空间中的偏离角度的平均值

〈ΔθF〉和〈Δθα〉，它们同各一级行政区的各项经济与

人口指标（包括从 2010—2020年的地区生产总值

对数标准化值的均值〈(logG)*〉、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对数标准化值的均值〈(logGPC)*〉和该期间常住人

口的标准化值的均值〈p*〉）的关系如图 9所示。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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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ocal
α

了 〈ΔθF〉同 〈log(GPC)*〉未表现显著的相关性之外，

〈ΔθF〉和〈Δθα〉同各项经济与人口指标均显著负相

关。其中，〈Δθα〉同〈log(G)*〉的 Pearson相关性系数

为−0.654，〈ΔθF〉和〈Δθα〉同〈p*〉的 Pearson相关性系

数分别为−0.603和−0.567，负相关关系较为强烈，

说明人口较多、经济体量较大的行政区，其平均偏

离角度多为负值；而人口较少、经济体量较小的行

政区，则更多呈现正的平均偏离角度。以 -

ILocal
α

ILocal
α

ILocal
F

α空间内的变动为例，平均偏离角度〈Δθα〉为负值意

味着：对于行政区内 α趋向增大的城市，若其

α较高，其局域莫兰指数 的增长整体上慢于由

拟合曲线所指示的期望水平；而若其 α较低，

的下降趋向快于期望水平；对于 α趋向减小的

城市则反之。正的〈Δθα〉所展示的趋势则与此相

反。对于 -log(F)*空间内的变动，〈ΔθF〉正负值

的含义与〈Δθα〉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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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0—2020年间各城市的 、 和 的年均变化量 、 和 与标准化值 log(G)*、log(F)*和
α*的年均变化量 、 和 的关系

 

 

这些负相关关系反映出，对于不同人口规模和

经济体量的行政区，其城市同周边城市的发展联动

有着不同的趋势：在人口较多、经济体量较大的行

政区中，当城市存在外部经济影响和其来源异质性

增强的趋势时，它们同周边城市之间的空间聚集效

应的变化相对全国层面的期望水平呈现出“上升更

慢、下降更快”的趋势，说明这些城市的发展趋向

于均等；而人口较少、经济体量较小的行政区，其

城市更多呈现相反的趋势，即“上升更快、下降更

慢”，表现出更强烈的集中发展少数城市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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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10—2020年，各个一级行政区的平均偏离角度 ( 和 )与该期间各一级行政区的经济与人口指标 ( 、

和 )的关系。虚线为线性回归所得拟合直线
 

 

ILocal
G相比之下，在 -log(G)*空间内，尽管数据

点同样呈现可被抛物线函数所拟合的“U”形趋

势，但是各一级行政区的城市的轨迹方向相对拟合曲

线的偏离角度的均值〈ΔθG〉同〈log(G)*〉、〈log(GPC)*〉
和〈p*〉三者的相关性均不显著 (其 Pearson相关性系

数分别为 0.068、−0.210和 0.258，显著性 P值依

次为 0.716、0.257和 0.161)。这一对比说明基于外

部影响场强指标 (F和 α)的空间自相关性分析在挖

掘城市之间发展联动中的趋势性差异方面的优势。

 3　结束语

本文基于引力模型理论，根据城市的地理位置

和经济体量，构建了一系列刻画城市所受外部经济

环境影响的指标，包括外部影响场强 f及其总场强

F，以及描述外部影响场强来源分布异质性程度的

拟合指数 α。同大多数城市经济指标的定义方式不

同，这些指标在其定义中就剥离了城市自身的各项

经济特征，仅仅反映由其他城市所带来的外部影

响，因而在区分城市经济增长的内外部驱动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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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自然的便利性。

尽管这些外部环境影响指标所依据的模型相当

简单且不得不采用缺乏直接实证支撑的先验性参数

设定，但是这些指标依然从城市系统中挖掘出了丰

富的统计现象。它们并不直接依赖于城市自身的经

济特征，但是它们与城市的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

人口聚集等方面仍然有着较为强烈的相关性。通过

分析这些相关性，发现城市经济规模的发展中超

过 50%的比例可以被城市所受的外部经济环境影

响的变动所描述——即发展较快的城市往往有着相

对增强的外部影响和相对扩大的外部影响来源异质

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非外部影响增长

能力”指标来测度各个城市和各个行政区在排除所

受外部经济环境因素影响后的经济发展能力。同

时，还通过分析这些指标的空间自相关性，观察到

在同周边城市的发展协同方面不同层级的城市以及

不同人口和经济体量的行政区所显现的差异性趋

势。这些发现显示出外部经济影响指标在挖掘城市

发展驱动方面的有效性，加深了对城市间及区域间

协同发展过程的认知，也为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管

理提供了若干参考性信息。如对于东部人口稠密、

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发展城际交通网络，增强邻

近城市之间的经济连接与人口流动，推动跨市域的

资源整合与产业分工协同，建设形成能够协作共

进、均衡发展的都市圈和城市群，是推动城市经济

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对于中西部人口稀疏、经济基

础较差的地区，重点发展部分已成规模的城市，鼓

励人口和产业向这些城市聚集，形成对区域经济的

有力支撑，亦为一种有效的发展策略。这些认知同

当前中国城市发展的政策导向是基本一致的[72]。

必须承认，本文所构建的这些外部环境影响指

标仅仅依据了城市的地理位置和经济体量，尽管这

些指标已经能够较好诠释城市之间的交互及其对经

济发展的影响，但是尚有多种实际因素未被纳入，

如对于区域间经济协作有着显著影响的铁路系

统[26, 29, 73, 74]，以及公路[75]、航空[76]、水运[77] 等其他

各类交通运输系统的影响以及地区间的资本流

动[78-79] 等经济因素影响。同时，本文所用模型也存

在参数先验设定的缺陷。在后续研究中将逐步引入

各类实际因素，夯实模型的实证基础，进一步完善

这些指标并提升其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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